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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幔柱的发生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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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 根据地幔对流控制方程, 以  180 Ma 喷发的  Ferrar 大火成岩省(LIP)为例, 在

模型中引入  Pangea 超大陆、大型横波低速带(LLSVPs)和  Pangea 超大陆边缘的俯冲带 , 模拟地幔对流过程 , 

研究其对应地幔热柱从地球内部热边界层(例如核幔边界)的生成过程, 并讨论导致该地幔柱产生的相关因

素。结果表明, LLSVPs 的形状以及俯冲带与  LLSVPs 边缘的距离对地幔柱的发生位置影响巨大; 地幔柱多起

源于  LLSVPs 边缘曲率较大的位置, 并随着俯冲带与  LLSVPs 边缘的距离增加逐渐向远离  LLSVPs 边缘的方向

偏移; 俯冲带的黏度影响地幔柱发生的时间, 但不影响地幔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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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antle convection control equations, taking the Ferrar large igneous province (LIP) 

erupted at 180 Ma as an example, we used the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introduced Pangea 

supercontinent, large low shear velocity provinces (LLSVPs), subductions surrounding Pangea supercontinent to 

simulate mantle convection proces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Ferrar LIP from the interior thermal boundary layer 

of the earth (such as the core-mantle boundary)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cation of mantle plumes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ape of LLSVPs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subduction zone and LLSVPs’ 

edge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of mantle plumes. The mantle plumes often rise from the position where 

the curvature of the LLSVPs’ edge is large, and gradually shift away from the LLSVPs’ edg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ubduction zone and the LLSVPs’ edge. The viscosity of the subduction zone affects the 

timing of the mantle plume emergence, but not the location of the mantle plum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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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幔对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幔柱对地球

深部地幔以及地球表面板块构造的演化发挥着重要

作用 [1]。通常认为, 地幔柱由地幔底部热边界层的

热不稳定物质演化而来 [2‒3]。在地幔对流过程中 , 

热柱逐渐向地表上升 , 其头部到达岩石圈底部时 , 

造成岩石圈部分熔融而发生弱化, 最终在地表形成

大火成岩省(large igneous provinces, LIPs)[4‒6]。地

球动力学研究表明, 地幔柱在板块演化, 特别是超

大陆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Zhang 等 [7]认为 , 地

幔柱上升过程中对大陆岩石圈的推力作用在超大陆

破裂时起主导作用, 触发超大陆的破裂。Dang 等[8]

的研究表明, 地幔柱不仅触发超大陆的破裂, 其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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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超大陆破裂的位置。因

此, 探讨地幔柱的生成机制, 特别是地幔柱的生成

位置, 对研究全球板块构造演化以及超大陆循环过

程至关重要。 

大火成岩省是地幔柱在地球表面的表现形式。

全球大火成岩省的重建数据表明 , 自  200 Ma 以来 , 

大火成岩省在地表的喷发位置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和

中太平洋区域[5,9‒15]。有关地震波速的研究表明, 非

洲和中太平洋底部有两个明显的大型横波低速异常

区域(large low shear velocity provinces, LLSVPs); 

对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位置的研究显示, 深部地幔

柱多起源于  LLSVPs 周围 [16]。这些重建数据表明 , 

LLSVPs 对地幔柱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 , 

全球俯冲带的演化也对地幔柱的生成有重要作用。

Zhong 等 [17]指出 , 在超大陆循环过程中 , 俯冲带的

演化牵引所有大陆聚合成超大陆。由于超大陆具有

一定程度的绝热性 , 使得其底部温度升高 [9,18], 俯

冲带会移动到已形成超大陆的海陆边缘, 俯冲物质

会重新演化, 最终形成环超大陆俯冲带[19‒20]。俯冲

板片在到达核幔边界之后, 冷的物质会在核幔边界

激发出向上的热柱。因此 , LLSVPs 以及俯冲带对

地幔柱生成机制的研究尤为重要。 

为了研究地幔柱产生的动力学机制, 本文着眼

于最近一期超大陆——盘古大陆(Pangea, 320~170 

Ma)破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Ferrar 大火成岩省

的产生过程 , 并探究相关动力学机制。Ferrar 大火

成岩省的喷发时间约为  180 Ma, 位于冈瓦纳大陆东

南部, 其范围从南极洲的  Transantarctic 山脉延伸至

南澳大利亚(包括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21‒22]。对地

震波的研究显示 , Ferrar 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的底

部存在剪切横波异常区域 (即  LLSVPs)[16], 俯冲带

的重建资料表明澳大利亚和南极洲的东部一直存在

环超大陆俯冲带 [23‒24]。这些资料表明 , Ferrar 热柱

的生成及其位置可能受  LLSVPs 和俯冲带影响 , 但

其动力学机制有待探究。本文采用三维球壳模型 , 

模拟自  200~150 Ma 以来的全球地幔演化过程, 以此

探究影响  Ferrar 热柱产生的重要因素。 

1 模型设置 
1.1 控制方程 

本文使用有限元软件  CitcomS, 构建一个三维

的全球地球动力学模型。使用有限元方法和布辛内

斯克近似法, 将地幔视为不可压缩流体, 用不同密

度和黏度的化学物质来模拟模型中的超大陆块体 , 

用质量、动量、能量和化学组分守恒公式来控制地

球内部的温度、速度、压强、化学组分场, 其他一

些热动力学性质随深度而变化。不同化学组分间无

量纲化的地幔对流控制方程[25‒26]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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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 是速度矢量, P 是(流体力学)动压强, η 是黏

度,  是应变率张量, T 是温度, g 是重力加速度单

位矢量, t 是时间, H 是内生热速率, C 是非均质化学

组分场变量, Ra 是热瑞利数, Rb 是化学瑞利数。 

热瑞利数  Ra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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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α 是热膨胀系数, ρ 是密度, g 是重力加速度, 

ΔT 是边界顶部和底部的温度差, R0 是地球半径, ηr

是参考黏度, κ 是热扩散系数。如果用地幔厚度  d 来

表示  Ra, 则需要乘上一个转换因子(d/R0)
3。 

 内生热速率  H 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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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Q 是体积生热率, cp 是比热。 

 化学瑞利数  Rb 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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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Δρ 是两种化学组分(大陆岩石圈, LLSVPs)与

海洋地幔间的密度差。瑞利数的定义基于地球的半

径而不是地幔厚度, 基于前者算出的瑞利数约为基

于后者的  11 倍。 

大陆岩石圈密度  B (Buoyancy ratio)是一个用于

追踪化学物质密度的参数, 定义如下: 

  Rb
Δ /

Ra
B T    。 (8) 

随深度、温度和化学组分变化的无量纲化黏度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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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是无量纲化的地球半径, η0 是随深度变化的

预因子 , ηC 是随化学组分变化的预因子 , E 表示活

化能。 

表  1 列出本文所有关键参数。在模型中, 我们

用  H=9.22×10−12
 W/kg 作为量纲来无量纲化内生热

速率(换算成无量纲的数据为  100), 以便产生  65%~ 

70%的内部生热量 [27‒28]。瑞利数影响对流的强度 , 

其值越大, 对流越强烈。在模型中, 我们将  Ra 设置

为  1.5×108
 (如 果 基 于 地 幔 厚 度 定 义 热 瑞 利 数 , 则

Ra=1.37×107), 相 应 的 参考 黏 度 为  5×1021, 使 得 平

均水平运动速度达到  5 cm/a。无量纲化的活化能  E

设置为  6.907, 以便产生  103
 级别的黏度变化, 使得

地幔对流时保持类似地球板块的速度结构 [29]。本

文采用的活化能数值小于实验室的研究数据, 是为

了保证模型的数值稳定性(尤其是考虑到脆性变形

和非牛顿流变行为时)。 

模型顶部和底部的无量纲化半径分别为  1 和

0.55, 地表和核幔边界处都应用自由滑移和等温

边 界条件。因此 , 超大陆和地幔间是自由运动和

自由变形的 [30]。热化学对流能力由比例示踪法实

现 [26,31]。视模型初始时刻为  200 Ma, 这时的温度场

是经过前期计算得到的初始温度场。模型中, 岩石

圈被划分为  12 个部分, 每部分都在  r, θ, φ 方向上进

一步划分为  64 个单元。r 方向的范围是从核幔边界

到地表。我们使用的模型网格包含  12×65×65×65 个

网格点。 

表 1  模型的关键参数 
Table 1  Key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参数 符号 数值 

密度 ρ 3400 kg/m3 

地球半径 R 6370 km 

核幔边界深度 r 3500 km 

地幔厚度 d 2870 km 

重力加速度 g 9.8 m/s2 

内生热速率 H 100 

热扩散系数 κ 1×10−6 m2/s 

热膨胀系数 α 3×10−5 K−1 

相对温度 ΔT 2800 K 

瑞雷数 Ra 1.5×108 

内部生热系数 Q 9.22×10−12 W/kg 

参考黏度 0 5×1021 Pa·s 

1.2 大陆岩石圈和俯冲带 
我们在模型中引入  Pangea 超大陆为代表的大

陆岩石圈(图  1), 旨在模拟在地幔对流过程中超大

陆对整个地幔对流的影响。ηC 和  B 两个参数是用来

区分超大陆与海洋地幔物质黏度和密度差异的关键

参数, 大陆克拉通的黏度比海洋岩石圈大, 但如果

ηC 过大 , 会导致数值不收敛。我们将克拉通的  ηC

设置为  100, 表示大陆岩石圈黏度是海洋岩石圈的

100 倍 [7,28,32‒33]。模型中 , 参数  B 统一设置为−0.2, 

对应大陆岩石圈与海洋岩石圈之间−50 kg/m3
 的密

度差。 

俯 冲 带 是 影 响 地 幔 柱 生 成 的 关 键 因 素 。 200 

Ma 以来 , 全球俯冲带大多经历了后撤的过程 [34]。

为了使大陆岩石圈周围的海洋岩石圈得以俯冲, 我

们选取  Matthews 等 [35]在地质重建中使用的俯冲带

数据, 按照重建的俯冲带出现时间和位置, 在超大

陆边缘设置形状及位置随时间而变化的软弱带。软

弱带的宽度为  200 km, 厚度为  150 km, 与海洋岩石

圈的厚度相等。软弱带的黏度比海洋岩石圈小两个

数量级。随着时间的演化, 软弱带的位置每  10 Ma

重置一次, 旨在模拟俯冲带后撤这一重要现象。 

1.3 大型横波低速带(LLSVPs) 
在模型的核幔边界处设置两个致密的化学物质

堆作为  LLSVPs, 形状遵循  S20RTS 剪切波速异常模

型 [36]中  2800 km 深度处−0.46%的等值线 [16](图  2)。

普遍认为, LLSVPs 是一个高密度化学异常层, 因此

我 们 将  LLSVPs 的 参 数  B 设 置 为  0.7, 以 便 区 分

LLSVPs 与周围地幔 , 其他物理参数与周围地幔相

同。通常认为, LLSVPs 从  200 Ma 就保持相对稳定

的状态, 因此我们将  LLSVPs 的水平速度设为  0, 以

便在模型中获得一个稳定的  LLSVPs。我们通过选

取不同等值线下非洲  LLSVPs 的模型来调整  LLSVPs

的范围 , 以便探讨不同形状的  LLSVPs 对  Ferrar 大

火成岩省对应地幔热柱生成的影响。 

1.4 初始条件 
为了得到超大陆下方合理的地幔初始结构, 我

们结合地质约束条件 ,  采用三步走的模拟计算方

式。第一步, 在模型中放入预先计算好的初始温度

剖面(该剖面经随机的存在扰动的热力学场得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纯热对流作用后, 得到稳态的温度

场(图  3(a))和黏度场剖面(图  3(b))。第二步, 将第一

步得到的稳态温度场剖面作为初始温度条件, 根据

俯冲带的地质重建位置, 加入软弱带, 再加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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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年龄的大致划分根据文献[8]修改。橙色、绿色和蓝色分
别代表克拉通(>1.6 Ga)、造山带(<1.6 Ga)和海洋岩石圈 , 蓝
线代表俯冲带, 星号标示 Ferrar 大火成岩省的喷发位置 

图 1  200 Ma 前澳大利亚‒南极洲区域克拉通和造山带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orogens and cratons of Australia and 

Antarctica region at 200 Ma 

 

Ⅰ太平洋 LLSVP; Ⅱ非洲 LLSVP。黄色代表 S20RTS 剪切波
速异常模型中  2800 km 深度处−0.46%的等值线 , 红色轮廓线
代表 S20RTS 剪切波速异常模型中  2800 km 深度处−0.65%的
等值线, 蓝色代表海洋岩石圈 

图 2  2800 km 深度处全球 LLSVPs 设置 
Fig. 2  Setting of global LLSVPs at 2800 km 

的  Pangea 大陆岩石圈(图  1)和核幔边界处的太平洋

LLSVPs (图  2)的影响, 经过  200 Ma 的作用后, 整个

模型进入稳定状态。第三步, 在核幔边界引入非洲

LLSVPs, 在此基础上探究  Ferrar 大火成岩省对应地

幔柱的产生及相关参数的影响。 

2 模型结果和讨论 

模型算例及其参数见表  2。标准算例(算例  1)的

模拟时间起始于  200 Ma, 模型于  180 Ma 左右成功

地模拟产生  Ferrar 热柱。算例  1 的结果(图  4(a))显 

 

图 3  稳态温度场剖面(a)和稳态黏度场剖面(b) 
Fig. 3  Profile of steady temperature field (a) and 

profile of steady viscosity field (b) 

表 2  模型的关键参数 
Table 2  Key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算例 
LLSVPs 

等值线/% 

俯冲带与 LLSVPs 

的夹角 

俯冲带 

无量纲化黏度

1 −0.46 近(约 8°) 0.01 

2 −0.65 近(约 8°) 0.01 

3 −0.46 远(约 15°) 0.01 

4 −0.46 近(约 8°)   0.005 

 
 

示, 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东南部的环超大陆俯冲带下

降到核幔边界处后 , 冷的物质导致非洲  LLSVPs 边

界上的热物质不稳定, 进而上升成为地幔热柱。此

地幔柱喷发位置位于南极洲东南部, 喷发时间约为

180 Ma, 可与地质历史上  Ferrar 大火成岩省(图  5)对

应。图  5 显示, 模型中地幔柱喷发位置与古地理重

建的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位置相距不到  1000 km, 

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模型的精确性和合理性。图

4(a)显示该地幔柱的生成位置位于非洲  LLSVPs 明

显凹陷的地方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LLSVPs 形状对

地幔柱发生位置的重要性。 

为了验证  LLSVPs 形状对地幔柱发生及其位置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第 58 卷   第 2 期   2022 年 3 月  

238 

 

黄色代表地幔热柱(温度比同深度平均地幔温度高约  300 K), 蓝色代表俯冲带(温度比同深度地幔温度低约
300 K)、绿色代表核幔边界处的  LLSVPs, 棕色代表地表的克拉通 

图 4  模型结果 
Fig. 4  Model result 

 

星号代表古地理重建的 Ferrar 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 

图 5  距地表 200 km 处的平面温度 
Fig. 5  Temperature map at 200 km 

的影响 , 我们设置对比算例(算例  2)。不同于算例

1, 算例  2 采用  Torsvik 等 [16]的研究中  S20RTS 剪切

波速异常模型 [36]在  2800 km 深度处−0.65%的等值

线, 其  LLSVPs 形状与算例  1 有明显区别, 在南极洲

底部未见明显的凹槽(图  4(b))。算例  2 的结果显示, 

在  200~150 Ma 期间, 南极洲与澳大利亚破裂处未见

明 显 的 地 幔 柱 出 现 。 算 例  1 (图  4(a))与 算 例  2 (图

4(b))的结果对比表明 , 地幔柱产生位置多发生在

LLSVPs 边界的凹槽处。此模拟结果与  Torsivk 等[16]

的重建结果吻合。据观察, 250 Ma 至今, 75%以上的

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位于  LLSVPs 的边缘 , 而这些

LLSVPs 边缘大火成岩省喷发中心的位置又多分布

在  LLSVPs 形状的凹陷处。事实上 , 在地幔对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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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俯冲带俯冲过程中携带的冷物质到达核幔边

界后会水平运移, 且  LLSVPs 的位置自 250 Ma 以来

没有发生大的变化[16,37]。当冷的物质在运移过程中

遇到  LLSVPs 边缘 , 会使得周围地幔物质发生热不

稳定现象 , 从而激发产生热柱。LLSVPs 边缘曲率

越大, 接触的冷的物质越多, 越容易产生热柱。 

三维全球模型与重建俯冲历史有关, 俯冲带的

位置不同, 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热柱产生位置的差

异。算例  3 与算例  1 的区别在于, 环超大陆俯冲带, 

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东南侧的俯冲带, 向远离

大陆岩石圈的方向移动 , 使俯冲带与  LLSVPs 边缘

的距离变大。算例  3 的结果(图  4(c))显示, 虽然成功

地产生  Ferrar 热柱 , 但其位置相对于算例  1 有一定

程度的偏移 , 地幔柱发生的位置与  LLSVPs 的边缘

有一定的距离, 说明俯冲带位置对地幔柱的发生也

有重要影响 , 与  Li 等 [38]的研究结果一致。事实上 , 

下地幔结构受地球表面板块构造演化(特别是俯冲

带的演化)影响巨大 , 核幔边界地幔柱的生成与热

边界层的热不稳定性相关。只有当俯冲带位置与热

柱产生位置的距离达到临界状态, 热边界层的厚度

大到足以使其失稳时, 地幔柱才能生成。 

此外 , 我们也验证了俯冲带的其他物理性质 , 

例如黏度(表  2)。算例  4 (图  4(d))与算例  1 的区别在

于软弱带的黏度减半, 模型中无量纲化的黏度  ηC 从

0.01 降至  0.005。算例  4 与算例  1 的结果对比显示 , 

地表环超大陆的软弱带黏度越小, 俯冲带的俯冲越

强烈 , 地幔对流速度越快 , 产生  Ferrar 地幔柱的时

间(约为  185 Ma)也越早。同时, 俯冲带的强度与地

幔柱的强度相关, 算例  4 中地幔柱的产生更强。然

而, 地幔柱产生的位置并未改变, 说明软弱带黏度

并不影响地幔柱产生位置。 

3 结论 

本文运用数值模拟方法 , 模拟  180 Ma 前喷发

的  Ferrar 大火成岩省中地幔柱的产生, 并讨论影响

热柱产生及其喷发位置的关键因素, 结论如下。 

1) 地幔柱的位置受  LLSVPs 形状影响, 多发生

在  LLSVPs 边缘曲率较大的位置。 

2) 俯冲带的位置对地幔柱的产生也有影响, 俯

冲带到达核幔边界的位置与  LLSVPs 边缘的距离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地幔柱位置相对于  LLSVPs 边缘的

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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